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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蒙古人西征打通了欧亚大陆，为东 西 方 文 化 交 流 提 供 了 可 能。１３至１４世 纪，欧 洲 的 一 些 传 教 士 和 商 人

来到蒙古地区，留下了许多记录当时蒙古情况的书信和游记。通过对１３至１４世纪欧洲人游记、书信中的蒙古人形象的

分析，探求这一时期欧洲人游记、书信中蒙古人形象的特点、形成原因及其对东西方文化交流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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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世纪２０年代至６０年代，人类历史上发生了影响极为深远的事件———蒙古人西征。从此，蒙古

人成为一支举世瞩目的力量。蒙古人西征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成吉思汗西征，时间在１２１８
年至１２２４年；第二阶段是长子西征，时间在１２３５年至１２４１年；第三阶段是旭烈兀西征，时间在１２５５年

至１２６０年。
蒙古人西征以摧枯拉朽之势打通了欧亚大陆。欧洲的传教士和商人成为第一批使者来到蒙古地

区，留下了许多书信和游记作品。在这些文本中，传教士和商人们将所见所闻结合自己的“背景知识”，
为后人勾勒出１３至１４世纪的蒙古人形象，这些记述成为欧洲人甚至整个西方世界认识蒙古、蒙古人甚

至整个东方的开端。在１６世纪末１７世纪初欧洲传教士再次前往东方之前的几个世纪里，深深地影响

着西方人对东方的认知。

一、游记产生的背景———蒙古人西征在欧洲引起的震撼和恐慌

蒙古人第二次西征即长子西征，征服了俄罗斯、进掠波兰和匈牙利，在欧洲引起极大震撼和恐慌。
整个欧洲被来自东方的铁蹄弄得摸不着头脑，以至于认为蒙古人的入侵乃是来自地狱的“上帝之鞭”。
他们对蒙古人一无所知，并且认为“由于我们的罪恶，我们不知道的部落来到了，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什么

人，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他们的语言是什么，他们是什么种族，他们信仰的宗教是什么———只有

上帝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他们从哪里跑出来的。”①摆在欧洲人面前的是陌生和恐惧，他们急需解决的问

题就是了解蒙古人，知道他们入侵的目的和今后的打算，以便应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强大敌人。在这一背

景下，基督教会的传教士们首先成为去往东方蒙古人“可怕世界”的使者，并根据他们的所见所闻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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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世纪欧洲人眼中关于蒙古人的第一手材料。这些材料成为后世欧洲史学家、文学创作者笔下蒙古人

真实和想象的原型。
在蒙古人西征之后的一个世纪里，欧洲人关于蒙古的记载有１０余种，包括游记和往来书信等。这

些记载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欧洲人亲自来到蒙古和东方，根据自己的见闻而作的记录。其中包括：

１．《柏朗加宾尼蒙古行纪》，作者是意大利人、方济各会修士约翰·柏朗加宾尼（Ｊｏｈｎ　ｏｆ　Ｐｌａｎｏ　Ｃａｒｐｉｎｉ），
于１２４５年至１２４７年出 使 蒙 古。２．法 国 人、方 济 各 会 修 士 威 廉·鲁 布 鲁 克（Ｗｉｌｌｉａｍ　ｏｆ　Ｒｕｂｒｕｃｋ）于

１２５３年至１２５５年出使东方后写出的《鲁布鲁克东行纪》。３．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Ｍａｒｃｏ　Ｐｏｌｏ）根据

１２７１年至１２９１年的东方游历口述，由比萨人鲁思悌谦笔录而成的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４．孟德

·科儿维诺等教士的书简。５．意大利人、方济各会修士鄂多立克根据１３１８年至１３２８年间东方旅行之

见闻口述，由他人笔录而成的《鄂多立克东游录》等。另一类则是结合前人的材料，通过想象和分类整合

所掌握的材料而写成的，如１４世纪中叶由英国人根据前人游记等资料编写而成的虚构散文作品《曼德

维尔游记》等。
上述这些欧洲人或亲历或想象而成的蒙古和东方游记在欧洲、西方甚至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产生

过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首先，它们成为欧洲人了解蒙古、认识东方的案头必备文献，成为开启西方视野

中蒙古和东方之门的敲门砖。这些作品奠定了西方人的东方认知，在１３至１７世纪中叶很长的时段内

影响着西方人头脑中的东方观念。其次，这些作品激发了西方人对东方的想象和欲望，为西方迎来大航

海时代，进一步发现东方和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然，这一切的最初因由都来自于蒙古人西

征带给欧洲人的巨大震撼，来自于欧洲人急于了解蒙古这个东方敌人这一目的。从这些作品中所记载

的蒙古人的种种，不仅可以观察到１３世纪蒙古人的形象，也能从这些西方使者描绘的蒙古人形象中透

视出西方价值观下对蒙古乃至东方的认知取向。

二、游记作品中的蒙古人形象

蒙古人西征后的一个世纪里，欧洲人游记中的蒙古信息非常丰富，涉及到蒙古地区的地理、自然条

件，蒙古人的生产、生活、习俗和性格，这些材料很多是随着游记作者的脚步和视线杂乱零散地出现的。
我们把这些散落在游记中的有关蒙古人的记载整理起来，大致可以梳理出游记中给出的蒙古人形象，他
们普遍塑造了具有以下特点的蒙古人形象。

（一）陌生可怕、茹毛饮血的野蛮人形象

１３至１４世纪，记述蒙古人的游记作品中普遍将蒙古称为“鞑靼”，而相应的称蒙古人为“鞑靼人”。
事实上，“蒙古人不愿被称为鞑靼人，因为鞑靼人是另一种种族。”①鞑靼，译写为西文是Ｔａｔａｒｅ。然而后

来多讹写作Ｔａｒｔａｒｅ。Ｔａｒｔａｒｅ一词在法语中有“地狱，来自地狱的魔鬼”之意，②今在法国诸州尚以此名

指恶人［１］。这与欧洲人认为蒙古人是来自地狱的“上帝之鞭”也可相互印证。欧洲人对于蒙古人的恐惧

在“鞑靼人”这个称呼上可见一斑。这些游记中谈及的“鞑靼”和“鞑靼人”也说明了在欧洲人眼中蒙古人

是陌生而可怕的。如道森在《出使蒙古记》的绪言中提到，柏朗加宾尼出使蒙古，“他们在波兰和保加利

亚度过大部分冬季以后，于１２４６年四旬斋开始启程进入草原。不知道他们是走向死亡还是走向生活，
立刻就遇到了鞑靼哨兵，他们以可怕的样子向我们冲来，要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２］对于柏朗加宾尼

等人，蒙古地区和蒙古人是陌生而充满着不可预见的危险的，他们对出使蒙古地区心存疑惧。《柏朗加

宾尼蒙古行纪》的绪言中作者直言不讳地写道：“尽管我们曾担心会被鞑靼人或者其他民族的人所杀戮

或终生成为他们的俘虏，或者会遇到饥饿、干渴、寒冷、受虐待和过度的劳累会使我们难以忍受。所有这

一切果然大量地降临到了我们头上，除了死亡和永远被囚禁之外，甚至比我们所想象的还有过之而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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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心怀恐惧的游记作者们进入蒙古地区之后，便开始观察和接受来自不同人群的有关蒙古人的各种

信息。他们对蒙古人习俗的描写多集中在负面，从而塑造了蒙古人的野蛮形象。如柏朗加宾尼谈到蒙

古人的饮食习惯，“他们的食物是用一切可以吃的东西组成的。实际上，他们烹食狗、狼、狐狸和马匹的

肉，必要时还可以吃人肉。所以，当他们举兵进犯契丹皇帝臣民们的一座城市时，由于他们围城的时间

拖延太久，鞑靼人自己的给养也匮缺，已经粮绝草尽，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了。于是便从十个人中选择

一位供大家分吃。他们甚至还把母马生驹时分泌的液体及其马驹同时吞噬。更有甚者，我们还发现这

些人吃虱子。他们确实 曾 说 过，‘既 然 它 们 吃 过 我 儿 子 的 肉 和 喝 过 他 的 血，难 道 我 不 应 该 把 它 们 吃 掉

吗？’我们甚至还发现他们捕鼠为食。”［３］上述关于蒙古人饮食习惯的记述之中无疑有道听途说的成分，
但大部分内容是符合事实的。从记述口吻中不难体察出作者对于蒙古人野蛮习俗的不解和吃惊。较柏

朗加宾尼稍晚的修士鲁布鲁克也记录了关于蒙古人生活的“陋习”。“他们从不洗衣，因为他们说天神会

因此发怒，并说如果他们挂起衣服来晒干，那会打雷的。他们甚至要打那些他们发现洗衣裳的人……他

们从不洗碗，在煮肉时，他们用锅里煮的肉汤来冲洗盛肉的碗盘，再把汤倒回锅里。”［４］其他游记中也有

关于蒙古人喝马血，吃人肉、鼠类和动物胞衣以及粗鄙的卫生习惯等内容，中世纪来自欧洲的使者们以

自己的习俗为参照点，给那些与之格格不入的蒙古人习俗打上了“野蛮”的印记。
㈡厚颜无理的形象

除了描述蒙古人的“野蛮”习俗之外，在游记中经常出现蒙古人向来自异域的使者不断索要礼物的

情节。索要礼物让使者们感到棘手和无奈，甚至使他们感到厌烦。柏朗加宾尼在进入蒙古地区之前便

听说，“当地人还索取大量礼品，既要送给诸王，又要送给官职高低大小不等的其他人，如果真是不肯以

厚礼馈赠，他们就会鄙视你，会把你看得一钱不值，草芥不如。如果赠礼是代表一位大人物相送的，他们

根本就不会接受微不足道的薄礼，而是说：‘你从一位大人物那里而来，而所给却如此微薄！’所以，他们

甚至不屑屈尊收取。如果使节希望不辱使命而圆满地完成出使，那就需要他们更为慷慨解囊地以厚礼

相赠。所以，我们被迫把自己的一大部分东西作为礼物馈赠他们，而这些东西本来是由信徒们施舍给我

们作盘费而使用的。”［５］鲁布鲁克修士也对蒙古人极力向使者索要礼物这一点有所耳闻。为了使自己的

旅行一路畅通，他特地做了相应的准备，“按商人的劝告，我从康士坦丁堡随身携带了果品，麝香葡萄酒

和精美的饼干，送给头一批（鞑靼）长官，好让我旅途方便些，因为在他们看来，空着手去是不礼貌的。”［６］

然而，即使是做好了赠送礼物的准备，当鲁布鲁克遇到索要礼物的蒙古人时，仍然感到很不愉快。“他们

不论看到什么东西，就以一种最没有礼貌和最厚着脸皮的方式来索取，如果一个人把东西给了他们，那

他就吃亏了。因为他们是不知感恩的。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是世界的主人，并且认为任何人都不应拒

绝送给他们任何东西。如果一个人没有送东西给他们，而以后又需要他们帮助，他们就不好好为他服务

……这样，我们就离开了他们，的确，我感到好像从魔鬼的手掌中逃了出来一般。”［７］从上面的文字中不

难看出，传教士对蒙古人不断向他们索要礼物的反感，从而得出蒙古人是“厚颜”“无礼”的结论。
㈢富可敌国的蒙古大汗

１３世纪至１４世纪欧洲游记作品和书信关于蒙古人的记载中占绝大部分的是对蒙古大汗的记述。
有的游记和书信中根本不提及一般的蒙古人，只是记述了蒙古大汗。这些记述都突出了大汗最显著的

特点，即富有和无尽的权力。从描写大汗的吃穿用等各个方面来体现其无可匹敌的富有，这样的例子比

比皆是。
“皇帝、头人和其他达官贵人都非常富有，黄金、白银、丝绸、宝石或珠宝应有尽有。”［８］

“巴黎的威廉师傅……为蒙哥汗制造了一棵大银树，在它的根部有四只银狮子，每一只狮子嘴里有

一根管子，喷出白色的马奶。在树干里面，有四根管子通在树顶上，管子的末端向下弯曲。在每根管子

上面，有一条镀金的蛇，蛇的尾巴缠绕在树干上……在四只狮子中间，有四个银盆，准备各自承接一种饮

料……这棵树有银制的树枝、树叶和果子。”［９］

“向北方及东北方间骑行三日，终抵一城，名曰上都，现在在位大汗之所建也。内有一大理石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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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美，其房舍内皆涂金，绘种种鸟兽花木，工巧之极，技术之佳，见之足以娱人心目。”［１０］

“……他居住的宫殿雄伟壮丽。其殿基离地约两步，其内有二十四根金柱；墙上均悬挂着红色皮革，
据称系时尚最佳者。宫中央有一大瓮，两步多高，纯用一种叫做密尔答哈（Ｍｅｒｄａｃａｓ）的宝石制成﹙而

且那样精美，以 致 我 听 说 他 的 价 值 超 过 四 座 大 城 ﹚。瓮 的 四 周 悉 绕 以 金，每 角 有 一 龙，作 凶 猛 搏 击

状。”［１１］

“宫殿的厅堂布置豪华高贵，所有的装饰让人惊叹不已。首先，最上头摆着高高的宝座，正好在宴席

桌旁。这个宝座由宝石和珍珠做成，而登上宝座的台阶用各式宝石铺就，镶以金边。”［１２］

游记作者们不惜笔墨描绘大汗的富有，就连虔诚的传教士科儿维诺向教皇汇报自己在东方传教情

况的简短书信末尾，仍不忘提及“据我见闻所及，我相信在土地之广、人口之众、财富之巨等方面，世界上

没有一个国王或君主可与大汗陛下比拟的。”［１３］尽管游记作者们已经极尽描写之能是，但他们通常都会

在随后加上类似自己的语言在大汗的财富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不足以描绘大汗的富有之类的话。同时，
还谈到大汗的富有程度是难以想象的，即使描绘出来，对于未曾亲见的人来说也是难以置信的。可以

说，第一批欧洲使者们对于蒙古大汗的大富大贵形象是达成共识的。
㈣信奉偶像教的异教徒

蒙古人西征后，来到蒙古地区的第一批使节便是传教士，同时也是第一批游记的作者们。他们东来

的目的是刺探他们的敌人，使这些敌人皈依基督以便于利用。然而，当他们踏上蒙古的土地、了解到这

些“野蛮人”后发现，“约翰长老”、“蒙古大汗信仰基督”这些传闻是多么荒诞不经，他们都是信奉偶像的

不折不扣的异教徒。小教友会教友约翰·科儿维诺在致教皇的信中写道，“我递呈了教皇陛下的信件，
劝告皇帝本人信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罗马天主教，但是，他对偶像教的迷信太深了。”［１４］传教士们对

于蒙古地区的信仰情况给予了最大的关注，并且在游记中做了详细的记录。如教士柏朗加宾尼写道，
“鞑靼人只信仰惟一的一尊神，它是人世间可见和不可见之万物的缔造者，他们认为它是人世间福祸的

主宰者；然而，他们并不以祈祷、赞颂或任何一种仪式来崇仰它。但是，他们拥有一些用毛毡做成的人形

偶像，将之置于自己的幕帐大门的两侧，并且还在偶像的脚下放置一些用毛毯做成的乳房一类的东西，
他们认为这些偶像是畜群的保护者，同时也是奶汁和畜群繁殖的赐予者。”［１５］“他们从畜群和母马身上

初次挤下来的奶供奉这些偶像。”［１６］“另外他们崇拜和敬仰太阳、月亮、火和水，甚至还包括土地。他们

每天用最早的第一份饭菜和饮料来供奉他们，而且最喜欢在清晨吃饭甚至饮用东西之前举行”［１７］。传

教士对中世纪蒙古人萨满信仰的描写可谓是翔实细致，为后人提供了关于中世纪蒙古人信仰的第一手

材料。但是，对于以传教为目的的欧洲使者们，蒙古敌人们顽固的信仰却令他们头疼。尽管蒙古大汗并

不反对基督教在其国度里传播，但却丝毫没有皈依基督的意思。《贵由汗致教皇英诺森四世的信》中对

教皇希图蒙古人皈依基督的愿望给予了强硬的回绝，“虽然你又说，我应该成为一个虔诚的聂思脱里派

基督教徒，崇拜上帝，并成为一个苦行修道者，但是你怎么知道长生天赦免谁，他对谁真正表示慈悲呢？

你怎么知道你说的这些话是得到长生天批准的呢？自日出之处至日落之处，一切土地都已被我降服，谁
能违反长生天的命令完成这样的事业呢？”［１８］教皇和那些东来的传教士们希望以基督教来征服这些蒙

古人的梦想在异教信仰的大汗那里遭到失败。执着的传教士们仍不死心，在聂思脱里派教徒宣扬的“约
翰长老的传说”以及“蒙哥汗和贵由汗都是基督教徒”等传闻的鼓舞下，鲁布鲁克、约翰·科儿维诺、安德

鲁、鄂多立克等传教士前赴后继东来传教，但结果并不如他们所愿，当他们来到蒙古地区立即发现，这些

传闻纯属虚构。“他们（聂思脱里教徒）可以凭空编造一大堆故事，正如他们散布说撒里达是基督徒，蒙

哥汗和贵由汗也是，因他们对基督徒比对其他人更尊敬，尽管事实上他们都不是。所以关于这个约翰王

有许多故事流传，而我在经过他的牧地时，除了几个聂思脱里外，却没有人知道他是个什么情况。”［１９］他

们在信仰长生天的蒙古大汗面前无能为力，只能在自己的信件和游记中描绘这些野蛮而强硬的异教徒

的偶像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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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１３世纪至１４世纪东来的欧洲使者与蒙古人形象的形成

１３至１４世纪欧洲人游记中关于蒙古人的记载是零散的，但也勾勒出了欧洲人眼中蒙古人的基本

形象。这些形象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可信的，但同时又存在着道听途说和杜撰的成分，这与东来的

第一批欧洲使者有着莫大的关系。他们东来的目的、身份地位、视角以及他们的参照点和背景知识共同

塑造了蒙古人的形象，成为欧洲人心目中蒙古人形象的基础。
纵观东西方交流的过程，西方与东方相识最初的使者多是传教士和商人。想必只有信仰的力量和

利益的驱使才会令他们有勇气、有毅力前往陌生甚至是可怕危险的地域，为了解这些可怕的“鞑靼人”，
历尽艰险而不辱使命。他们所代表的利益、东来的目的和关注点决定了游记中对于蒙古人形象描述的

取舍和偏好。
㈠《柏朗加宾尼蒙古行纪》和蒙古人形象的形成

１２３５年，由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四系的长子带领１２万人的军队西征不里阿尔、钦察、斡罗

斯、波兰、匈牙利，其征伐的铁蹄直抵多瑙河。１２４１年，蒙古大汗窝阔台去世，蒙古人撤军东返，历时７
年的长子西征结束。尽管欧洲大陆没有完全被蒙古人所征服，然而蒙古人对所到之处的侵略和蹂躏仍

使欧洲和整个基督教世界不寒而栗。教皇为了刺探随时威胁欧洲安全的蒙古人的方方面面，同时希图

蒙古人皈依基督教、为己所用而派出了第一批欧洲使者柏朗加宾尼等人。这些在教皇致贵由汗的信中

非常明确。“我们听说，你侵略了许多既属于基督教徒又属于其他人的国家，蹂躏它们，使之满目荒凉，
而且，你以一种仍未减退的狂暴精神，不仅没有停止把你的毁灭之手伸向更为遥远的国家，而且打破自

然联系的纽带，不分性别和年龄，一概不予饶恕，你挥舞着惩罚之剑，不分青红皂白地向全人类进攻。因

此，我们遵循和平之王的榜样，并渴望所有人类都应在敬畏上帝之中和谐地联合起来共同生活……”［２０］

刺探和传教是柏朗加宾尼东来的两个基本任务。记录蒙古人的军事组织、军事实力、作战情况、统治政

策以及如何应对蒙古人的侵略等内容成为柏朗加宾尼游记中的重点。除此之外，柏朗加宾尼的记载涉

及了蒙古地区的地理位置、气候自然条件、蒙古人的相貌、衣食住行等风俗习惯以及蒙古人的信仰和性

格喜好。在记录蒙古人各个方面信息时柏朗加宾尼使用了二元分类原则，即以自身文化为标准，将观察

对象按照好与坏进行评价和分类。比如，作者将蒙古人的性格和风俗分为“好的”和“淳风”，以及“坏的”
和“陋俗”。“淳风”包括蒙古人之间友好团结、相互尊敬、从不自相残杀、不存在偷盗行为、对于严酷的自

然环境和恶劣的生活条件具有很强的耐受力等。而在柏朗加宾尼看来，蒙古人的陋俗主要有蒙古人对

于其他民族十分傲慢粗暴、蔑视一切人、对他人说谎、很容易对他人感到不耐烦、狡猾并善于欺诈、不讲

卫生，等等。显然，作者以欧洲人的性格以及习俗作为参照点来审视蒙古人，能够接受的性格和习俗自

然成为“好”的，不能接受或者因此 给 欧 洲 人 带 来 损 失 的 部 分 则 成 为“坏 的”，而 且“坏 的”远 远 多 于“好

的”。“要写下他们所有的坏性格，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坏性格很多，写不胜写。”［２１］

从《蒙古行纪》我们体察到作者力求细致客观，甚至在该行纪的末尾作者还加上了证人的内容，以证

明其所言不虚。然而，自身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始终制约着他，蒙古人西征带给欧洲人的恐惧在作者头

脑中是挥之不去的，于是，茹毛饮血甚至吃人都理所当然地成为可以被欧洲人理解和接受的蒙古人的形

象特征。同时，从基督教信仰的角度看来，这些信仰萨满的异教徒们是野蛮、蒙昧、未开化的一群固执的

家伙。“一个异域形象一般包含着三种意义：异域的事实、本土的文化心理、本土与异域关系以及对这种

关系自觉与不自觉地意识。”［２２］柏朗加宾尼游记中蒙古人形象，即是在西征的背景中真实的蒙古人与欧

洲视角中的蒙古人之结合体。
《蒙古行纪》第一次详细记录了１３世纪有关蒙古人的各种信息，并为欧洲乃至世界塑造了蒙古人的

形象。这一形象成为后来多个游记中蒙古人形象的基础和主要参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㈡其余几部游记中蒙古人形象的细微变化

继《柏朗加 宾 尼 蒙 古 行 纪》之 后 的 一 个 世 纪 里，蒙 古 人 的 形 象 反 复 出 现 在《鲁 布 鲁 克 东 行 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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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行记》《鄂多立克东游录》《曼德维尔行记》等欧洲人的东方游记中。然而，由于作者的关注

点和东来的目的不同，文中涉及到的蒙古人形象也有所不同。
较柏朗加宾尼稍晚的鲁布鲁克修士以更为细腻的笔法记录了蒙古人的世界。鲁布鲁克东行纪甚至

被认为是“整个游记文学中最生动、最动人的游记之一，甚至比他同时代的马可波罗或１９世纪的胡克和

加贝特等人的游记更为直接和令人信服”［２３］。他对蒙古人的生活方式、性格和习俗的记录细致入微，对
蒙古人生产、生活的细节着墨颇多，信息量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柏朗加宾尼。鲁布鲁克没有过多的价值

评判，而是以白描的笔法记录下他的所见所闻。然而，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让作者在叙述过程中感到困

难。他写道，“当我来到他们中间，确实的，我好像正在进入另一个世界。事实上，如果我知道怎样绘画

就好了，那我就可以为您画出每一事物的图画。”［２４］作为方济各会的修士，作者将大量篇幅用在描写蒙

古人的信仰以及在蒙古人中间的各类教士、道人的传教活动。尽管一些学者认为，鲁布鲁克东来的目的

并非单纯的传教，而是另有刺探蒙古人的政治军事力量的目的。① 但从游记中大量与传教相关的文字

来看，传教是首要目的，这一点是无疑的。令鲁布鲁克失望的是，自己留在东方传教的要求也没有得到

蒙哥汗的允许。当时执政的蒙哥汗并没有信仰上帝，仍旧炙骨占卜吉凶。而普通的蒙古人则敬天地、拜
翁滚。《鲁布鲁克东行纪》提供了极多的有关蒙古人的信息，但可知的是，作者首要要告诉欧洲人的是蒙

古人是偶像或萨满的坚定信徒，认为他们是信上帝或有可能信上帝的传闻都是无稽之谈，从宗教方面与

蒙古人达成共识然后利用他们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稍后的《马可波罗行记》与《鄂多立克东游记》对蒙古人形象的描绘有着共同之处，尽管两位作者的

身份、地位和东来目的都不尽相同。② 首先，蒙古人形象在两游记中所占比例并不多，而且多集中在对

蒙古大汗的记述上。马可波罗记述的蒙古大汗是忽必烈，而鄂多立克来华正值元朝帝位更迭最为频繁

的时期。在他的游记中没有提到他觐见的是哪一位大汗。而他对大汗宫殿、用度之物等的描写与《柏朗

加宾尼蒙古行纪》《鲁布鲁克东行纪》和《马可波罗行记》中的相关部分很相似。其次，两者的主要关注点

在于沿途各种世俗事物，尤其是财富。作为商人的马可波罗对财富的关注是可以理解的，他的游记当中

多次谈到蒙古大汗享有何等荣华富贵，大汗统治的国度富足到无可比拟。作为方济各会修士的鄂多立

克似乎也未能免俗，在游记中无限烘托大汗之富有和东方之富庶。相比最初的两位使者的东方游记，
《马可波罗行记》和《鄂多立克东游录》对于蒙古人的宗教信仰、军事政治实力的兴趣明显减少了，转而更

多地记录了蒙古人统治区的财富和商贸情况。可见，蒙古人西征之后，１３世纪末期到１４世纪初叶，战

争似乎已不再是欧洲人与蒙古人之间的全部主题，贸易的发展逐渐成为主角。

１３５７年成书的《曼德维尔游记》中蒙古人的形象便更少了，有关蒙古人的内容则主要集中在对大汗

的描写上。该游记中提到，曼德维尔爵士③东来的时间与鄂多立克东来时间接近，返回时间 是 在１３５６
年前后。然而，游记中描绘的蒙古大汗却仍然是忽必烈汗。④ 这是十分有趣而又耐人寻味的。学者们

的研究已经证明了《曼德维尔游记》是一部“椅子旅行家”的虚假游记，作者本人根本就没有到过东方。
然而这部游记却成为在欧洲影响最大的一部游记，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马可波罗行记》。游记中大量

抄袭前人游记的内容，并在这些游记中最为吸引人的部分上大做文章，将东方的神秘和富庶形象推到了

顶点。这里，蒙古人的衣食住行、性格风俗不再重要，只要知道统治着这个富庶东方世界的蒙古大汗就

已足够。因此，在《曼德维尔游记》中，只是在“契丹王国”以及“契丹及契丹之外”两章中用了很简短的篇

幅谈了蒙古大汗的财富和权力，以及“生活在契丹的鞑靼人”的零散信息。⑤ 《曼德维尔游记》中记录的

一则关于“鞑靼人”的有趣传说，展现了欧洲人头脑中鞑靼人的由来和他们思考鞑靼人的逻辑和背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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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出使蒙古记》绪言。

马可波罗是来自意大利的商人。鄂多立克是来自意大利的方济各会修士。

关于曼德维尔爵士究竟是何许人有许多种说法，一种观点认为叫做让·德布尔贡的比利时医生。也有人认为曼德维尔爵士是

英国历史上真实的人物。参见《曼德维尔游记》，中译本序，郭泽民、葛桂录译，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忽必烈汗，元世祖，１２６０～１２９４年在位。

参见《曼德维尔游记》，“契丹王国”“契丹及契丹之外”两章。



识。“故事始于闪（Ｓｈｅｍ），含（Ｃｈａｍ）和 雅 弗（Ｊａｐｈｅｔ）———诺 亚 的 儿 子 们 居 住 在 地 球 上。他 继 承 了 王

位。含是三人里的反 面 角 色，但 他 依 然 是 最 伟 大 最 强 大 的，并 且 正 是 由 于 他 的 残 暴 而 得 到 最 好 的 领

土———在东方，被称为亚洲的地方。……含的后代分成七支部族，在这七个部族中，最高贵最值得一提

的是鞑靼部。在鞑靼人中间，‘一个并不富裕的高贵的老人’指的就是成吉思（Ｃｈａｎｇｕｙｓ）。一天晚上，

成吉思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个全身银白的骑士，骑着白马来看他。这个骑士是受上帝之托来告诉他，

他将成为整个契丹的国王，骑士称他为‘可汗（Ｃｈａｎ）’而那个被称为可汗的老人将成为国王。”［２５］这则传

说从欧洲人的角度解释了鞑靼人的祖先和成吉思汗为何能征服大契丹的原因。按照这则传说，鞑靼人

是诺亚的后人，而成吉思汗煊赫的地位则是上帝的旨意。尽管在欧洲人的心目中鞑靼人和他们的祖先

“含”一样是个“反面角色”，但这并不影响欧洲人艳羡东方的富足和强大。尽管欧洲在鞑靼人的铁蹄下

颤抖过，但并不妨碍欧洲人使用“儿子打老子”的阿Ｑ逻辑。在《曼德维尔游记》成书的年代，对于欧洲

人来自蒙古人的战争威胁已不存在，欧洲人对于东方的好奇和向往逐渐战胜了恐惧。这时，蒙古人的形

象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富贵的大汗形象。而《曼德维尔游记》中蒙古人形象已经彻底退居次要位置，而

成为加重东方神秘、富饶形象的一颗砝码。

四、由游记中蒙古形象点染而成的诗作《忽必烈汗》

１３至１４世纪欧洲使者们的游记作品影响极为深远，这种影响远远超过了作者的写作目的。随后

的几个世纪中，从法国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到英国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欧洲的许多文学作品中都

反复出现蒙古人形象，进而成为欧洲文学作品中的主题形象之一。在这些形象中，想象与虚构的成分居

多而与游记中的描绘相去甚远，但游记中蒙古人形象无疑是这些想象和虚构的最初基础。

１７９８年，英国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Ｓ．Ｔ．柯勒律治①创作的代表诗作《忽必烈汗》即是在披阅《珀切

斯游记》一书，读到“忽必烈汗下令在此兴建皇宫和豪华御苑，于是十里膏腴之地都被圈入围墙”这两句

时，进入梦境而成就的名篇。这首来源于梦境的诗作，一经发表就在英国风行一时，诗人浪漫神秘的笔

触把西方人的眼光再次带到了遥远的东方。

点燃诗人创作热情的《珀切斯游记》是１６２５年英国著名的航海游记编撰者塞缪尔·帕切斯编撰的

关于世界的百科全书。其中有专章介绍“鞑靼”，这些内容多来源于《鲁布鲁克东行记》《马可波罗游记》

和《曼德维尔游记》。② 诗作《忽必烈汗》的创作因 缘 一 直 可 追 溯 到５个 世 纪 前 蒙 古 西 征 和 元 帝 国。然

而，诗中的美景“徒有其名，却无其实”，忽必烈大汗的宫殿里竟是一派基督教天堂的景象。诗人“取一点

因由，随意点染”［２６］而成的诗作真实用意何在呢？这样的疑问把我们的眼光带到诗人写作该诗的大时

代背景中。

１７至１８世纪的欧洲，正是革命不断，各种新思想迭起的时代。英国开始于１６８９年的工业革命，除
了带动生产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还引发了一系列试图改变生产关系的大革命，发生在１８世纪末

的法国大革命就是其中之一，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柯勒律治就出生和成长于这样一个年代。１７９１年，

诗人进入英国剑桥大学。这段时间的柯勒律治满怀诗人的抱负，十分同情法国大革命，他甚至与几个志

同道合的诗人朋友计划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大同邦”。但是，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失败，诗人对政治逐渐

失望了，他的热情退却了。“他的大同世界———乌托邦的希望在１７９５年底彻底幻灭了”［２７］。诗人不能

像思想进步、直面人生的大诗人拜伦和雪莱那样积极地面对生活，只能远离政治现实，利用荒诞、神秘的

传奇诗来满足政治上和艺术上的追求［２８］。这一时期，柯勒律治的兴趣集中在写诗和旅行上［２９］。诗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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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Ｓ．Ｔ．柯尔律治（１７７２年－１８３４年）：１９世纪英国伟大的诗人、思想家、评论家和理论家，代表作《老水手行》《克里斯德蓓》《忽必

烈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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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一时期写下了《忽必烈汗》一诗。他把自己的政治抱负和艺术追求幻化成远在东方的古代君主隽丽

的都城，那膏腴之地，那苑囿鲜妍，川涧蜿蜒，鲜花盛开，幽林苍郁的皇家园林就是诗人心目中人人平等

的“大同邦”。
诗人透过忽必烈汗的宫殿，透过心目中对煊赫一时的蒙古大帝国的想象，紧紧抓住忽必烈汗这一形

象的精髓，勾勒出带有浓重西方色彩的东方世界的景观，甚至使人对东方产生了“誓将去汝，适彼乐土”
的向往之情。常人只在欧洲看到蒙古大汗的铁骑，而实际上他的威名和他的铁骑带到欧洲的东方文化

也种在了柯勒律治这个英伦诗人的心田。蒙古大汗所建立的大一统的世界帝国，正是诗人心中的“桃花

源”，它模糊了界限，融会了东西方，令人无限神往。诗人曾经破灭的政治抱负和他对东方“彼岸世界”的
“大同邦”的无限向往在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也是诗人创作《忽必烈汗》这首看似神秘莫测的

传奇诗的真正用意。诗人通过《忽必烈汗》这首诗表达的对东方的神往之情并非“一己之私”，也反映了

当时西方人对东方的普遍情绪，因此，诗作一经发表便风靡一时，成为当时西方上流社会的人们向往东

方文明的指路标牌［３０］。

１４世纪下半叶初期，蒙古大帝国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事件引发的后果之一是欧洲人与蒙古以及

中亚保持了两个多世纪之久的所有联系中断了，以后便完全停止了［３１］。而到了１６世纪，欧洲在长达近

两个世纪里和东方世界完全失去的联系又重新建立起来，与东方世界建立关系的心愿和对东方文化的

兴趣压过了恐惧和敌意［３２］。正是此时，柯勒律治摈弃了对东方的不解和西方人对东方惯有的鄙夷和恐

惧，带着对东方的强烈渴望，以非凡的理解力，将现实生活与自然景观完美结合，移入幻想的境域。这种

移情入景的幻想，充满了一种强烈的渴望，一种对于前所未见的、足以使醒者醉、醉者醒的美丽但求一见

的冲动。《忽必烈汗》就像一双灵巧的手，打开了封闭了两个多世纪的阻隔在东西方之间的大门，把“彼

岸”———东方世界展现在西方人面前，使以诗人为代表的所有对东方心存向往的西方人，通过《忽必烈

汗》这首诗将这种非凡的冲动宣泄了出来。

五、结　语

蒙古人西征打通了东西方交流的道路，随之而东来的欧洲使者则为欧洲和整个世界打开了了解东

方的大门。欧洲人游记中的蒙古人形象是整个东方诸多个体形象中的一部分，在欧洲使者们基督教信

仰的文化背景和特有视角的审视和评判下逐渐形成和不断变化着，从可怕的蛮族到富贵无比和拥有无

上权力的蒙古大汗，历史的大背景和欧洲人的兴趣点及其价值评判标准共同塑造了欧洲人眼中的蒙古

人形象。这其中有真实的部分，也有被误读的成分，但对于欧洲人来说，这个业已形成的形象就是他们

所认识和接受的蒙古人形象。直到几个世纪之后，欧洲人再次接触到蒙古的时候，这些形象才逐渐被推

翻而获得新的认识和判定，然而这时欧洲变了，欧洲人变了，蒙古人变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蒙古人的入侵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他们促进了欧亚大陆间的

相互影响……由这种相互影响提供的机会，又被正在欧洲形成的新文明所充分利用。这一点具有深远

的意义，直到现在，仍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影响。”［３３］的确，尽管学者们对于蒙古人西征的影响有着正

面和负面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然而，谁都不能否认这场摧枯拉朽的征伐使西方与东方的交流成为可

能，这种可能最终改变了世界。１３世纪至１４世纪，最初来到蒙古人中间的欧洲使者正是促成交流的第

一股力量，他们将自己耳闻目睹的蒙古人形象带回了欧洲。后来者利用这些形象或抒发对东方的向往，
或借这些形象言说自己或得意或失意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这些形象脱胎于蒙古西征后的历史大背

景，却在文学的涓涓细流中获得了新的生命，成为欧洲人反观自身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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